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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富机会不平等的测度与源泉识别
———兼论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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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数据，采用平均对数偏差刻画财富不平等，使用

事前参数法和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反事实”财富，测算机会不平等在财富不平等中的占比，并通过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成因进行分解。 研究发现：（１）２０１７ 年，机会不平等对财富不平

等的影响远大于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２）“５０ 后”和“７０ 后”的组内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明显

高于其他出生组；（３）房价增长率、户籍类型、金融可得性、青少年时期所在地区类型和省份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父辈受教育水平，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位居前列，合计超过 ８５％ ；（４）个人特

征、家庭背景、地域因素和宏观因素这 ４ 类环境因素，对各出生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５）教育间

接作用渠道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均超过 １０％ ，就业间接作用渠道对“５０ 后”财富

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在各出生组中最高，而投资间接作用渠道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

率相对较小。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优化住房调控政策、缩小城乡与区域差距、完善地区金融体系和

提高代际流动性，可降低财富机会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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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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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

指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可见，财富不平等已经受到政府机构的高度关注。
根据 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个人财富由环境因素和努力因

素共同决定。 其中，环境因素指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如家庭背景、性别和父辈受教育水

平；努力因素指受个人控制的因素，如学习和工作的努力程度。 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不平等

为机会不平等，需要通过公共政策予以消除；而仅由努力因素导致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不平

等，可以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因此，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同等程度的富裕：一定范

围内合理的财富不平等是个人努力的反映，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经济发

展；然而如果造成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不为大众所接受，则可能激发社会矛盾冲突、制约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富二代” “寒门难出贵子” “就业性别歧视”等现象引起普遍关

注，家庭背景、性别等个人不可控环境因素导致的财富不平等令人难以接受，这些环境因

素导致不同个体走向富裕的机会不平等显然有悖于共同富裕的要求。 可见，合理推进共

同富裕，应是在允许存在合理程度财富不平等的情形下，立足于降低环境因素导致的“财
富机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导致的财富不平等）”。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收入机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问
题，探究各类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收入机会不平等的作用渠道、个人努力对

收入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以及收入机会不平等的年龄、性别和区域异质性（江求川等，
２０１４；龚锋等，２０１７；史新杰等，２０１８）。 这些研究选择的数据、环境因素和测度方法不同，
测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但研究结果均表明收入机会不平等已处于较高水平。 虽然收入

和财富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并且收入是财富的重要来源，但财富机会不平等目前尚属前沿

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较少。 在现有收入机会不平等研究基础上探究财富机会不平等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从财富视角拓展机会不平等研究，识别财富不平等的成因，为有效推进共

同富裕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机会不平等研究由

收入不平等扩展至财富不平等，探究中国的财富机会不平等，分析财富机会不平等成因和

收入机会不平等成因的差异，丰富机会不平等相关研究。 第二，通过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识别、
分解财富机会不平等的来源和间接作用渠道。 第三，按照出生年代划分组别，探究财富机

会不平等的代际演变趋势。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机会不平等的研究，大部分围绕 Ｒｏｅｍｅｒ 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展

开，测度并分析机会不平等的源泉。 因此，以下从机会不平等的测度、来源和间接作用渠

道三个方面，梳理现有研究的进展。
第一，机会不平等测度方法主要包括以往研究采用的事前法、事后法和联立方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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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近些年兴起的机器学习方法。 早期研究采用的事前法、事后法和联立方程法的研究

思路各有侧重、假设也不尽相同。 事前法是根据环境因素对个体进行分组，将处于同一类

环境条件下的个体归为一组，使用组间不平等来表示机会不平等。 事前法和事后法要求

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相互独立，但努力往往与外生环境相关，难以满足这一假设。 因此，
通过假设收入是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的函数并且努力因素与环境因素相关，可得到假设

条件更合理的联立方程，但该测度结果依赖模型的估计精度（刘波等，２０１５）。 根据分布

假设的强弱可进一步区分非参数法和参数法（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ａｎｄ Ｇｉｇｎｏｕｘ，２０１１）。 事前参数法对

数据质量的要求相对较低、测度便捷，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测度方法。 然而，Ｂｒｕｎｏ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认为事前参数法忽略了环境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和非线性影响，并且当环境因素

集较大时存在过拟合风险，进而提出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测度机会不平等。 通过机器学习

方法，可以自动筛选重要环境变量以避免主观偏差，并且可以显示环境变量与结果变量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 史新杰等（２０２２）使用事前参数法和机器学习中的条件推断树方法，测
算与个体低收入状态相关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发现两种方法的结果相近，事前参数法具有

较高的有效性。
第二，机会不平等来源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机会不平等领域，财富机会不平

等相关研究较少，考察的环境因素也较为有限。 关于收入机会不平等来源分解的研究，主
要使用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法和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发现个人特征、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固

化、家庭背景、城乡和地区差异是构成收入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宋扬，２０１７；靳振忠

等，２０１８；李莹和吕光明，２０１９）。 当前，关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研究较少，考察的环境因素

也相对有限。 Ｓａｌａｓ － Ｒｏｊｏ ａｎｄ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２０２１）首次使用 ＤｉＮａｒｄｏ⁃Ｆｏｒｔｉｎ⁃Ｌｅｍｉｅｕｘ 分解法考

察父辈的受教育水平和代际财富传递对家庭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发现西班牙 ６０％
的财富机会不平等可归因于代际财富传递，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 ７２％ 。 其后续研究进

一步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将代际传递作为唯一的环境因素，发现美国和西班牙财富不平等

成因中机会不平等占比超过 ６０％ ，意大利和加拿大财富不平等成因中机会不平等占比超

过 ４０％ （Ｓａｌａｓ － Ｒｏｊｏ ａｎｄ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２０２２）。 总体上，现有研究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环境因

素的分析有待拓展，同时缺乏对中国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分析，进而无法识别中国财富机会

不平等的源泉。
第三，关于机会不平等间接作用渠道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就业渠道，缺乏对财

富机会不平等间接作用渠道的分析。 现有研究将环境因素对收入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分为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间接影响主要是环境因素通过影响教育和就业等努力因素而发挥

作用。 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估计 ２６ 个欧洲国家教育和职业类别对收入机会不平等的贡

献率，发现教育间接作用渠道的贡献率高达 ３０％ ，而大部分国家的职业间接作用渠道贡

献率不足 ５％ 。 李莹和吕光明（２０１９）发现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教育间接作用渠道占中国收入

机会不平等的 ３６％ ～ ３９％ ，并且逐渐降低，就业间接作用渠道的变动较小且在城乡、性
别、各出生组间无明显差异。 然而，当前关于财富机会不平等间接作用渠道的研究很少，
相关研究同样从教育和就业方面入手，强调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系统作为财富机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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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渠道的重要作用（Ｓａｌａｓ － Ｒｏｊｏ ａｎｄ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２０２１）。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机会不平等的研究集中在收入机会不平等，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

研究很少。 虽然机会不平等的测度方式比较健全，但各类方法的思路各有侧重，假设也不

尽相同，而且由于数据、环境因素和测度方法的不同，测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关于

机会不平等来源和间接作用渠道的研究多采用回归分解的方法，并且相关研究较少。

三、理论分析

个人财富由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共同决定，虽然理论上根据因素是否可以人为控制

来区分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但在实践中对两类因素的选择并非易事。 财富的存量特征

使得分析财富不平等的成因较为复杂，准确识别环境因素与努力因素对分析财富机会不

平等的生成源泉和作用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现有机会不平等相关研究，在理论

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影响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
（一）环境因素的选择

本文在现有收入机会不平等研究的基础上，对环境因素进行适度拓展。 首先，收入机

会不平等研究中通常选择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地域因素三类变量作为影响收入的环境因

素（龚锋等，２０１７；李莹和吕光明，２０１９；Ｂｊöｒｋｌｕ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与现有收入机会不平等相

关研究一致，本文使用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和初始户籍（即发生户籍变化之前的户籍状

况）反映个人特征的影响，使用父辈受教育水平反映家庭背景的影响，使用受访者青少年

时期户口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青少年时期所在地区反映地域因素的影响。 其次，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影响收入机会不平等的环境因素进行拓展。 第一，将社会网络

作为家庭背景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社会网络对家庭收入和财富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

用，是导致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赵剑治和陆铭，２０１０）。 第二，引入金融

可得性，作为影响收入的宏观环境因素。 当前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可得性存在较大差异，呈
现明显的非均衡空间分布格局，而所在地区的金融可得性影响当地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

和资产选择情况（尹志超等，２０１５），导致家庭资产组合的不同，在异质性资产回报率的作

用下造成投资性收入差异。 金融可得性还将影响家庭的信贷获得情况，从而对家庭进行

消费平滑、人力资本积累等产生影响（张晓晶，２０２１），同时信贷还会影响家庭住房价值

（邹静娴等，２０２３）。 第三，家庭经济帮助影响子代收入。 家庭经济状况和父辈的经济支

持程度，可能通过影响子代的创业、生产经营、投资、消费等行为决策进而影响子代的收

入。 因此，使用父辈是否提供生产信贷借款、给予现金或非现金资助等经济帮助反映父辈

对子代的经济支持，考察其对子代收入的影响。1

在收入机会不平等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影响财富不平等的特殊环境因素，

1 本文通过在父辈经济帮助中包括公婆 ／ 岳父母给予的生产经营、购房、转移性收入等方面的经济支持，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婚姻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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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环境因素集。 一方面，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环境因素也将影响财富

不平等。 由于收入与财富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收入水平高的家庭财富积累也更快，收入不

平等的长期累积将导致财富不平等扩大（梁运文等，２０１０）。 另一方面，在分析财富机会

不平等时，还需纳入一些影响财富的特殊环境因素。 财富积累与收入获取有所不同，财富

的形成有馈赠与遗产、房屋所有权、商业所有权、教育和婚姻五大渠道 （ Ｐｆｅ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ｌｌｅｗａｌｄ，２０１８）。 因此，代际财富转移、住房财富是家庭财富积累的特殊来源，对财富不

平等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代际财富传递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早期研究通过构建遗传模型

得到代际财富传递可能进一步加剧财富不平等的结论（Ｄａｖｉｅｓ，１９８２），也有学者认为继承

财富导致财富分割会降低财富不平等程度（Ｋｌｅｖｍａｒｋｅｎ，２００４）。 在中国的背景下，房产是

家庭继承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引入房产继承情况反映继承财富的影响。 此外，
在家庭传统观念和高房价的影响下，有经济能力的父母往往为子女提供购房经济支持，家
庭购房经济支持成为财富代际转移的一种重要方式。 因此，引入父辈提供住房帮助与继

承房产变量，考察房产支持对子代财富的影响。
第二，住房财富作为家庭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如房

价增长率、拆迁和住房制度改革等。 房产是家庭资产的重要构成部分（甘犁等，２０１３）。
一方面，房价变动是影响家庭财富的重要因素。 住房所有者因房价上涨获得大量资本收

益，房价推动财富差距的扩大（李实，２０１５）。 另一方面，房产获得成本差异导致家庭住房

财富的增值空间不同，通过拆迁换房和在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

房产的居民在房产增值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收益，拉开与其他家庭的财富差距（何晓斌

和夏凡，２０１２；吴开泽，２０１７）。 因此，引入房价增长率、住房制度改革和拆迁情况反映与住

房财富相关的特殊环境因素。
（二）努力因素的选择

与现有收入机会不平等相关研究一致（李莹和吕光明，２０１９；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本文选择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型作为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努力因素，并且进一步引

入金融素养和房产购置情况两个努力因素。
首先，金融投资是家庭进行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而金融素养直接影响个

体金融市场参与程度。 如《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２０２０ 年度）》指出，２０２０ 年金融

投资价值增加对财富增长的贡献率为 ２１％ 。 同时，现有研究表明，金融素养与资产配置

多样性和资产组合有效性存在正相关关系，金融素养高的居民对金融市场的认知更充分，
能够进行更合理的资产配置，增加收入来源，促进财富积累（吴卫星等，２０１８）。 由于个人

的金融素养往往能够通过后天学习积累得到提升，因此本文选择个体的金融素养作为影

响收入和财富的努力因素。
其次，房产购置行为是住房财富的决定性因素。 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均影响房产持

有情况（杨城晨和张海东，２０２１）。 除了受家庭经济状况、拆迁、住房制度改革等环境因素

的影响，受访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和主观购房意愿等努力因素也导致房产持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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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尝试将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对房产持有的影响进行分离，在剥离房产继承、购
房资金支持、拆迁、住房制度改革等环境因素对住房财富的影响后，通过个人使用非赠与

资金自购住房的行为反映努力因素的影响，引入房产购置情况作为影响财富不平等的努

力因素。
（三）环境因素的间接作用渠道

环境因素与努力因素的影响并非完全独立。 一方面，环境因素能够直接影响个人的

财富持有量，即环境因素影响财富的直接渠道。 另一方面，环境因素对人格特性的塑造、
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也存在重要影响，即环境因素可通过影响努力因素进而间接地影响

财富持有量。
本文将环境因素影响财富的间接作用渠道分为教育、就业和投资三类。 第一，在教育

方面，环境因素对子代教育产生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够为子女提供优质教

育资源，并通过培养良好习惯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李忠路和邱泽奇，２０１６）。 第二，在就

业方面，个人就业选择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家庭背景、户籍制度等均会影响就业机

会、限制职业流动（周兴和张鹏，２０１５；章莉等，２０１６）。 第三，在投资方面，环境因素对金

融投资和房产购置均具有重要影响。 父辈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提供有效的家庭金融教

育，从而影响子女的金融知识获取（Ｌｕｓａｒｄ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地区的金融可得性和对金融知

识的宣传普及力度也会影响居民金融知识的积累和金融素养的提高，进而影响金融投资

决策。 同时，家庭背景通过信息获取和风险分担影响家庭房产购置决策（张彤等，２０１９）。
因此，本文认为环境因素将通过影响教育、就业和投资间接影响财富持有量。

四、测度方法及数据说明

为分解机会不平等并排除路径依赖的影响， 本文选择平均对数偏差 （ Ｍｅａｎ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ＭＬＤ）作为财富不平等的测算指标，使用事前参数法和机器学习方

法构建“反事实”财富测算财富机会不平等，并通过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生

成源泉进行分解。
（一）不平等的测度指标选择

常见测算不平等的指标有分位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等，但能将不平等程度在努力

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进行分解且不存在路径依赖的指标仅有平均对数偏差（李莹和吕光

明，２０１９）。 对于一列取值为正的数据 Y ＝ （ｙ１，ｙ２，…，ｙＮ） ，ＭＬＤ 可表示为：

Ｉ（Y）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ｌｎ μY

ｙｉ

æ
è
ç

ö
ø
÷ ＝ ｌｎ（μY）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ｌｎ（ｙｉ） （１）

式（１）中， Ｎ 为样本总量， μY为样本均值。 家庭财富（总资产减去总负债的差值）取
值可能为零甚至为负，对财富数据 ｙｉ进行如下形式的转换：如果 ｙｉ ＞ １ ，取 值 ｌｎ（ｙｉ） ；如
果 ｙｉ ＜ － １ ，取值 － ｌｎ（ － ｙｉ） ；如果 － １ ≤ ｙｉ ≤１ ，取值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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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机会不平等的测度方法

１. 事前参数法

在“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下财富决定方程可表示为：
ｍｉ ＝ αＣ ｉ ＋ βＥ ｉ ＋ ｕｉ （２）

式（２）中， ｍｉ为财富的对数值， Ｃ ｉ为不可控的环境因素， Ｅ ｉ为努力因素， ｕｉ为残差项。
根据理论分析，环境因素对努力因素存在重要影响，因此可将努力因素表示为：

Ｅ ｉ ＝ ρＣ ｉ ＋ νｉ （３）
式（３）中， νｉ为影响努力的其他不可观测因素。 将式（３）代入式（２），可得：

ｍｉ ＝ ψＣ ｉ ＋ εｉ （４）
式（４）中， εｉ为残差项； ψ 表示环境因素对财富的总影响，其中既包含环境因素对财

富的直接影响，也包括环境因素通过影响努力因素对财富产生的间接影响。 由于环境因

素是个体无法改变的外生因素，且基本上不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因此通常采用普通最小二

乘法（ＯＬＳ）直接估计式（４），进而计算受环境因素 Ｃ ｉ影响的“反事实”财富对数值 ｍｃ
ｉ ：

ｍｃ
ｉ ＝ ψ^Ｃ ｉ （５）

对 ｍｃ
ｉ进行相应的指数变换得到“反事实”财富 ｙｃ

ｉ 。 以 Ｉ 表示不平等指标，机会不平等

在财富不平等中的贡献率为 Ｉ（ｙｃ
ｉ ） ／ （ Ｉ（ｙｉ）） 。

２. 机器学习法

参考 Ｂｒｕｎｏ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的研究，本文使用条件推断树方法计算机会不平等程度。
该方法的具体思路是对输出变量（财富）与每个环境变量间的关系计算 Ｐ 值，选择 Ｐ 值最

小的变量对样本进行二元分割，对每个子群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所有分割都不显著或已达

到最小节点，从而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的环境类别。 每个组别内的个体有相同的环境因素，
其预测值（财富）为所在组别的平均状态，根据预测值计算得到机会不平等程度。

（三）机会不平等的成因分解

１. 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源泉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源泉，使用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测度各个环境因素对

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 根据 Ｂｊöｒｋｌｕ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的分解思路，对包含多个环境因

素的式（５）逐步剔除环境因素，比较包含该因素与不包含该因素时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差

值，差值即为该因素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 考虑环境因素的排序可能对测度结果

造成影响，计算在所有可能的环境因素排序下的差值，并对差值取均值得到该因素对财富

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
２. 机会不平等间接作用渠道分解

由于教育、就业与投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个体受教育水平将影响就业选择和投资决

策（金融投资和房产购置）。 本文借鉴李莹和吕光明（２０１９）的生命周期进程分解法，考虑

生命周期中教育、就业和投资的自然顺序，将教育视为影响就业和投资的先验中介，逐步

对教育、就业和投资渠道进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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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管理的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 ２０１７ 年 ＣＨＦＳ 调查

涵盖 ２９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港澳台、西藏和新疆），包括经济发达、较发达与欠发

达的城市。 由于问卷中的财富数据为家庭总财富，为区分父辈财富和子代财富，仅保留

２０１７ 年调查中受访者（指最了解家庭经济情况的家庭成员）不与父母同住或属于流动人

口的样本。1 同时，保留出生于 １９５０ 年之后且年满 １８ 岁的受访者样本，考虑不同年龄段

群体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差异，将样本分为“５０ 后”“６０ 后”“７０ 后”和“８０ ～ ９０ 后”４
个出生组。 本文所使用的财富为家庭人均净财富（家庭总资产与家庭总负债的差值除以

家庭成员数），所用收入为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成员数）。
１. 环境因素的测度指标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各环境因素的影响范围差异，本文选取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地
域因素和宏观因素 ４ 类影响财富的环境因素。 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个人特征体现受访者自身差异，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和户籍。 受访者的年

龄根据问卷中的出生年份得到。 受访者的性别分为男和女两类，构建性别虚拟变量。 个

人能够通过“努力”改变户籍类型，为确保环境因素的外生性，本文选择初始户籍类型作

为环境变量，将原本为农业户口但由于城镇就业、升学转集体户口、参军等个人努力因素

出现户籍调整的初始户籍类型设置为农业户口，构建户籍类型虚拟变量。
其次，家庭背景体现受访者家庭层面的差异，包括父辈受教育水平（使用父母双方的

最高水平）、父辈经济帮助、父辈房产支持和社会网络。2 根据问卷中的受教育水平信息

得到父辈的受教育水平，考虑不同年代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不可比，使用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出生年代对个体受教育水平进行排序，将 ＣＨＦＳ 数据中的教育程度

换算为对应年代的受教育水平排序值。 在父辈经济帮助变量中，将父辈提供生产信贷借

款和给予现金或非现金资助的情况记为父辈提供经济帮助，构建父辈经济帮助虚拟变量。
在房产支持变量中，将父辈提供购房首付款、购房借款和现居住房屋为父母所有的情况记

为父辈提供房产帮助，构建房产帮助虚拟变量；根据调查问卷中的房产获取来源情况，将
通过继承或赠与方式获取房产的情况记为房产继承，构建房产继承虚拟变量。 在社会网

络变量中，参考陈雨露等（２００９）选择家庭成员是否担任领导职务、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

员、家庭成员是否在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包括当前和以往的工作情况）构建

相应的虚拟变量。

1

2

ＣＨＦＳ 目前已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五轮调查数据。 ２０１１ 年的基线调查包含的样本量较少；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

调查问卷中，无受访者的迁移信息，无法获得受访者青少年时期所在地信息；２０１９ 年的调查问卷中，当受访者的家庭

成员中不包含其父母时，未再询问受访者父母的信息。 因此，本文的研究仅使用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数据。
通常也将父辈的党员身份和父辈是否担任领导职务作为家庭背景因素，由于这两个变量与父辈的受教育水

平有很强的相关性，本文不再引入该变量。 此外，虽然父辈收入与子代财富高度相关，但是本文使用的数据中无父辈

收入信息并且父辈的收入与其受教育水平高度相关，因此不再引入父辈收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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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地域因素体现受访者青少年时期除家庭背景外的成长环境差异，包括受访者青

少年时期（１４ 岁时）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类别。 本文选取受访者青少年时期户口

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在地区反映地域因素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表示，并根据平减指数进行调整。 所在地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
构造相应虚拟变量。

最后，宏观因素体现受访者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差异，包括拆迁、房价增长率、住房

制度改革和金融可得性。 根据问卷中是否经历过拆迁构建拆迁虚拟变量。 在房价增长率

变量中，使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房价增长率。 对于问卷中的追访样本，通过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调查问卷中的房屋现值数据计算房价增长率，其他情况使用房屋所在省市县 ／区的平均

房价增长率或受访者所在城市的平均房价增长率。 对于住房制度改革变量，将房屋获得

方式以低于市场价从单位购买和集资建房的情况界定为从住房制度改革中获利，构建住

房制度改革虚拟变量。 对于金融可得性变量，参考王修华和关键（２０１４）的相关研究，构
建包含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行业在内的金融可得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加入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２. 努力因素的测度指标

参考现有收入机会不平等相关研究与财富自身的特性，本文选取教育、就业和投资三

类影响财富的努力因素。 首先，受访者受教育水平的处理方式与上文父辈的受教育水平

相似。 其次，就业因素包括受访者的就业身份和所处行业平均工资。 根据问卷中的工作

信息，将受访者的就业身份分为无工作或失业、普通雇员或农民、雇主或自营劳动者或雇

员中的单位负责人三类，构建相应的虚拟变量。 关于行业平均工资变量，根据问卷中对工

作性质的调查进行分类，计算 ２０１７ 年各地区各行业的平均工资。 最后，投资因素包括金

融投资和房产购置。 第一，关于金融投资变量，考虑到调查问卷中金融知识问题之间的相

关性，参考 Ｒｏｏｉ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的研究思路，采用因子分析法构造金融素养指标，选择经济

金融信息关注度、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理解和投资风险变量。 第

二，关于房产购置变量，根据问卷信息将购买商品房、自建、购买小产权房和购买政策性住

房，同时房产证上有受访者本人或配偶姓名且首付款不是赠与的情况视为持有自购住房，
构建房产购置虚拟变量。

五、机会不平等的测度与生成源泉

（一）机会不平等的测度

综合考虑样本量的限制、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的衡量难度与测算方法的有效性，本文

使用事前参数法和机器学习中的条件推断树方法计算全样本以及不同出生组中机会不平

等的绝对值及其在总体不平等中的占比（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在两种方法下，机会不平

等导致的财富不平等远大于收入不平等，使用事前参数法计算的财富不平等中机会不平

等占比高达 ７１. ７８％ ，收入不平等中机会不平等约占 ３２. ０８％ ；使用机器学习方法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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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不平等中机会不平等占比高达 ５６. ９０％ ，收入不平等中机会不平等约占 ３１. ３８％ 。 可

见，财富机会不平等与收入机会不平等存在明显差异，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相关成因应引起

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表 １　 机会不平等程度的绝对值与占比

样本类型
（财富） 财富不平等

事前参数法 机器学习

机会不平等 占比 机会不平等 占比

全样本 １. ７３６５ １. ２４６５ ０. ７１７８ ０. ９８８０ ０. ５６９０

“５０ 后” １. ８１９０ １. ３６９９ ０. ７５３１ １. １５６６ ０. ６３５８

“６０ 后” １. ７５２２ １. ２００８ ０. ６８５３ ０. ９７２５ ０. ５５５０

“７０ 后” １. ７７３９ １. ４７０８ ０. ８２９１ １. １０３４ ０. ６２２０

“８０ ～ ９０ 后” １. ４７３４ ０. ８９９７ ０. ６１０６ ０. ６２４９ ０. ４２４１

样本类型
（收入） 收入不平等

事前参数法 机器学习

机会不平等 占比 机会不平等 占比

全样本 １. １３６８ ０. ３６４７ ０. ３２０８ ０. ３５６８ ０. ３１３８

“５０ 后” ０. ８８０３ ０. ４０９９ ０. ４６５７ ０. ４０６６ ０. ４６１８

“６０ 后” １. １１９５ ０. ３０９６ ０. ２７６５ ０. ２９２１ ０. ２６０９

“７０ 后” １. ２１９４ ０. ３０８０ ０. ２５２６ ０. ２７５５ ０. ２２６０

“８０ ～ ９０ 后” １. １７６９ ０. ４３３９ ０. ３６８７ ０. ３８４３ ０. ３２６６

进一步分析不同出生组面临的机会不平等。 从财富不平等和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的

绝对值来看，４ 个出生组中“５０ 后”至“７０ 后”受访者的家庭财富不平等和财富机会不平

等处于相对高位，“８０ ～ ９０ 后”的家庭财富不平等和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低。 “８０ ～ ９０
后”在 ２０１７ 年尚处于财富积累的初期，环境因素对财富不平等的累积作用相对较小，导致

其内部的财富不平等低于其他组别。 从财富不平等中机会不平等的占比来看，“５０ 后”和
“７０ 后”受访者财富机会不平等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出生组，“８０ ～ ９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

占比较低。 此外，“５０ 后”的家庭收入不平等中机会不平等占比在 ４ 个出生组中最高，“７０
后”的家庭收入不平等在 ４ 个出生组中最高但收入机会不平等程度及其占比最低。 由此

可见，不同出生组的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和收入机会不平等存在明显差异。 因而，缩小财

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也应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比较事前参数法和机器学习方法的测算结果发现，与 Ｂｒｕｎｏ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的研究结

果类似，使用事前参数法得到的财富机会不平等高于机器学习方法得到的结果，但对于各

出生组的比较分析结论一致。 在收入机会不平等的测算中，事前参数法和机器学习方法

所得结果相近。 在财富机会不平等的测算中，条件推断树节点包含了所选的全部环境变

量，说明本文选取的环境变量比较可靠。 因此，为便于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源泉和作

用渠道进行分析，后续的分解基于事前参数法所得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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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源泉

根据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可计算各环境因素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见表 ２）。 环境因

素中的宏观因素对全样本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最高（４２. ５０％ ），其中房价增长

率是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素，贡献率高达 ２２. ２８％ 。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招拍挂制

度的确立，中国城市的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在早期持有住房的家庭实现财富快速增长，导
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此外，受访者的初始户籍类型、父辈受教育水平、青少年时期省份经

济发展水平、青少年时期所在地区和金融可得性在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生成中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而年龄、性别、房产支持和拆迁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较小。 房价增长率、户籍

类型、金融可得性、青少年时期所在地区和所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父辈受教育水平

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合计超过 ８５％ 。

表 ２　 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生成源泉的分解

样本类型

个人特征 家庭背景

年龄 性别 户籍类型
父辈受

教育水平
父辈经
济帮助

房产支持 社会网络

全
样
本

ＭＬＤ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１２５ ０. ２０５７ ０. ０８２７ ０. ０４９５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４０８

贡献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１０１ ０. １６５０ ０. ０６６３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３２７

总值 ０. １８７９ ０. １４２７

样本类型

地域因素 宏观因素

青少年时期省份
经济发展水平

青少年时期
所在地区

拆迁
房价

增长率
住房制
度改革

金融
可得性

全
样
本

ＭＬＤ ０. １４７９ ０. １５６７ ０. ０１４３ ０. ２７７７ ０. ０４２５ ０. １９５３

贡献 ０. １１８７ ０. １２５８ ０. ０１１５ ０. ２２２８ ０. ０３４１ ０. １５６７

总值 ０. ２４４４ ０. ４２５０

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源泉不同，家庭收入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源泉中，受访者个人

特征的贡献率超过 ４２％ ，其中受访者的初始户籍类型对收入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高达

３８. ６３％ 。1 家庭背景和地域因素在收入机会不平等的生成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父

辈受教育水平对收入机会不平等的影响超过 １３％ ，说明家庭非经济资本的重要性。 地域

因素对收入机会不平等和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相近，青少年时期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和青少年时期所在地区对机会不平等有重要影响。 宏观因素中的金融可得性对收入机会

不平等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提高区域金融可得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成源泉的组别差异

分出生组探究环境因素的影响，发现家庭背景和地域因素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

1 受篇幅限制，收入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源泉、组别差异和间接作用渠道结果未进行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

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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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贡献率存在明显差异。 具体而言，家庭背景对“５０ 后”至“８０ ～ ９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

等的贡献率随出生年代逐渐增大，而地域因素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个人特征对

“５０ 后”至“７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逐渐减小，但对“８０ ～ ９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

的贡献率明显增加。 宏观因素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均高于其他环境因素

的贡献率，对“５０ 后”至“７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逐渐增大，但对“８０ ～ ９０ 后”财
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略有减小。 个人特征对家庭收入机会不平等贡献率的变化趋势与

财富机会不平等相似，但变动幅度更大。 家庭背景和地域因素对“５０ 后”至“７０ 后”收入

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逐渐增大，但对“８０ ～９０ 后”收入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明显减小。 值得

注意的是，与其他出生组相比，宏观因素对“８０ ～ ９０ 后”收入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大幅度上

升，这与财富机会不平等中的情况相反，表明财富不平等问题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差异性。
进一步细分 ４ 类环境因素，考察各因素对不同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见图

１）。 从个人特征上看，户籍类型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均较高，对“５０ 后”
和“６０ 后”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７０ 后”，这可能与中国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进程有关。 改

革开放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和城市地区的

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户籍类型对“５０ 后”和“６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高于“７０ 后”。
“８０ ～９０ 后”在 ２０１７ 年正处于接受高等教育或职业发展的初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导致城乡差距扩大，使城乡户籍差异对“８０ ～ ９０ 后”教育、就业和财富积累产生较大

影响，导致户籍类型对“８０ ～９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又大幅提高。 而个人特征中，
性别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较低，即受访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家庭财富的影响不大。

图 １　 不同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生成源泉的分解

从家庭背景来看，４ 个环境因素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各异。 首先，父
辈受教育水平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较高，并且对 ４ 个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

献率随出生年代呈递增趋势，其对“８０ ～ ９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高达 １１. ５２％ 。
“８０ ～ ９０ 后”处于财富积累初期，其初始财富水平与受教育水平的相关性较强。 教育是社

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父辈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成就具有重要影响，使得

家庭背景差异转化为子代人力资本存量不平等并通过教育收益导致不平等的固化（邹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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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占利，２０１９）。 其次，相比于“５０ 后”和“６０ 后”，父辈提供经济帮助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及之后出生群体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明显增大。 进一步分析发现，“７０ 后”和“８０ ～
９０ 后”的父辈为子女提供经济帮助的差异远高于“５０ 后”和“６０ 后”。 再次，房产支持情

况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有限，可能由于存在房产支持的家庭数量有限

（占比 ５％左右）。 最后，社会网络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出生群体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

率明显高于“５０ 后”，占比在 ５％左右。 相比于“５０ 后”，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出生群体在改

革开放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强社会网络在这一背景下通过信息供给、风险分担或“传帮

带”等方式提供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帮助，进而影响财富积累。
地域因素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随出生年代逐渐减小。 其中，青少年

时期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出生群体的贡献率明显减小。 青少年时期所在地区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出生

群体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同样逐渐减小。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础教育未得到普及，省
份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通过影响居民的教育获取进而影响就业。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

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毕业青年由国家分配工作，部分青年回到原籍就业，而且改革

开放前人口流动又存在严格限制，出生地对财富积累具有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出生群体就业的地理空间选择机会增加，从而

地域因素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下降。
在宏观因素方面，与住房相关的环境因素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各异。

拆迁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较小，对“５０ 后”至“７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

贡献率相对较高，对“８０ ～ ９０ 后”无显著影响。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５０ 后”至“７０ 后”
持有的老房产更可能经历拆迁，因此拆迁对其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较高。 值得注意

的是，房价增长率对“７０ 后”和“８０ ～ ９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在 ４ 个出生组中最

高。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的商品房销售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 “５０ 后”和“６０ 后”大
部分在房价飞涨前已购置房产，而“７０ 后”和“８０ ～ ９０ 后”的住房所有权存在明显差异，组
内持有住房数量差异在 ４ 个出生组中最高。 房价大幅度上涨之前购置房产的群体，在近

年来房产增值过程中会获得更多收益，因此房价上涨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出生群体财富

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最高。 “６０ 后”从住房制度改革中获利最多，其原因在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６０ 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各地陆续实施的房改房政策中，干部和在国有单位工

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住房（何晓斌和夏凡，２０１２），对“６０ 后”住房不

平等产生较大影响。 金融可得性对 ４ 个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均较高，但对各

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随出生年代总体呈下降趋势。 当前，中国各地区的金融

可得性存在较大差异，一些较难获得或者需要花费高成本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家庭，倾
向于将闲置资金以现金或者储蓄存款的方式进行“保守投资”，造成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损

失。 除分散化投资外，金融可得性差异也将影响居民的创业、消费平滑、风险分散等行为

（尹志超等，２０１５；张晓晶，２０２１），进而影响家庭财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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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间接作用渠道分解

在分析环境因素对机会不平等贡献率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环境因素影响机会不平

等的间接渠道。 全样本中，三个间接作用渠道能够解释 １２. ５２％ 的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

和 １９. ７４％的家庭收入机会不平等，其中教育的贡献率分别为 １２. １１％和 １８. ９６％ ，表明环

境因素很大程度上通过影响教育获取导致收入和财富差异。
分出生组发现，三个间接作用渠道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存在差异。 首先，在教育间

接作用渠道方面，教育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和收入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均超过

１０％ ，并且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出生群体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呈递增趋势。 可见，居
民的教育获取确实受到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人力资本水平差异，
从而影响收入和财富。

其次，在就业间接作用渠道方面，就业身份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和收入机会不

平等的影响程度较小，行业平均工资对“５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最高，但就业间

接作用渠道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出生群体的贡献率有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５０ 后”面
临的职业选择机会较少，城市青年以“接班”为主，而农村青年除了少数靠学习改变命运

外，大多数同样是子承父业，以农耕为生，导致环境因素对“５０ 后”的就业类型具有重要影

响，进而影响个人收入和财富积累。
最后，在投资间接作用渠道方面，投资间接作用渠道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

献率相对较小。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教育与投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导致采用生命周期进

程分解法后投资间接作用渠道的影响部分被教育间接作用渠道所反映。 同时，投资渠道

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不受环境因素影响的部分，即主要是“努力不平

等”而非“机会不平等”产生影响。 金融投资间接作用渠道和房产购置间接作用渠道对各

出生组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存在差异。 具体而言，金融投资间接作用渠道对“８０ ～ ９０ 后”
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在 ４ 个出生组中最高，对“５０ 后”和“６０ 后”收入机会不平等的

贡献率高于“７０ 后”；房产购置对“５０ 后”和“６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高于其他出

生组。 相比于年轻人，金融投资对年长者（尤其是房产持有者）的吸引力更大（Ｆｌａｖ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２００２），他们更有可能且有更多财富进行金融投资。 然而，各出生组的金融素

养存在差异，导致其能够获得的投资收益也有所不同。 在房产购置上，住房市场化改革后

的购置行为直接取决于购房意愿和购房能力。 “５０ 后”和“６０ 后”经历住房市场化改革的

启动期，这一时期的房价较低，也未出现“炒房”行为，家庭背景等环境因素导致房产购置

意愿存在明显差异。 随后房价快速上涨，年轻世代受收入水平和抵押贷款限制，购房能力

远弱于年长世代。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识别并测算机会不平等在财富不平等中的

占比，并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源泉和间接作用渠道进行分解，得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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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平等导致的财富不平等远大于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中机会不平等占 ５７％ ～
７２％ ，“５０ 后”和“７０ 后”的组内财富机会不平等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出生组。 其次，在财富

机会不平等的来源方面，全样本中宏观因素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最高，其中房价增

长率是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素，贡献率高达 ２２. ２８％ 。 受访者的初始户籍类型、父辈受教

育水平、青少年时期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青少年时期所在地区和金融可得性在财富机会不

平等的生成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次，４ 类环境因素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

献率存在明显差异。 户籍类型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均较高；家庭背景对

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随出生年代总体呈扩大趋势；地域因素对各出生组财

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逐渐减小；宏观因素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在 ４ 类

环境因素中均最高，对“８０ ～ ９０ 后”收入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明显增大。 最后，在机会不

平等的间接作用渠道方面，全样本中由教育、就业和投资渠道加总的间接作用渠道可解释

１２. ５２％的财富机会不平等，其中教育的贡献率为 １２. １１％ 。 分出生组发现，就业间接作

用渠道对“５０ 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在各出生组中最高，投资间接作用渠道的贡献

率有限。
由上文的结论可知，环境因素对财富积累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推进共同富裕需以机

会不平等为突破口，通过公共政策缩小城乡、区域、家庭背景、房产和金融可得性差异，进
而降低财富机会不平等。 第一，针对房产差异导致的财富机会不平等。 房价增长率是对

财富机会不平等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素。 政府部门可通过坚持房价调控、推进房地产税

改革、强化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方式将房价控制在合理范围，缓解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家庭

和年轻世代的住房压力，使住有所居落到实处。 第二，针对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导致的财

富机会不平等。 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又可能

直接或通过影响教育、就业和投资导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因此，为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

质性进展，应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破除要素

流动障碍等方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针对地区金融可得性差异导致的财富机会不

平等。 政府部门应加快建设和完善当地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家庭金融

市场参与的可能性和深度，充分发挥金融对家庭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 第四，针对家庭背

景差异导致的财富机会不平等。 家庭背景能够直接影响子代的财富获得，还将通过影响

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发展间接扩大子代的财富不平等。 因此，推进共同富裕应关

注“代际流动”问题，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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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Ｌｕｓａｒｄｉ， Ａ. ， Ｏ. Ｓ.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ｎｄ Ｖ. Ｃｕｒｔｏ， ２０１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４４， ｐｐ. ３５８ ～ ３８０．

［３４］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Ｊ. Ｃ. ， Ｇ. Ａ. Ｍａｒｒｅｒｏ ａｎｄ Ｊ. Ｇ.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２０１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４３（３）， ｐｐ. １０４５ ～ １０７４.

［３５］Ｐｆｅｆｆｅｒ， Ｆ. Ｔ. ａｎｄ Ａ. Ｋｉｌｌｅｗａｌｄ， ２０１８，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Ｍｕｌｔｉ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９６（４）， ｐｐ. １４１１ ～ １４４２．

［３６］Ｒｏｅｍｅｒ， Ｊ. Ｅ. ， １９９８，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７］Ｒｏｏｉｊ， Ｍ. Ｖ. ， Ａ. Ｌｕｓａｒｄｉ ａｎｄ Ｒ. Ａｌｅｓｓｉｅ， ２０１１，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１（２）， ｐｐ. ４４９ ～ ４７２．

［３８］ Ｓａｌａｓ － Ｒｏｊｏ， Ｐ. ａｎｄ Ｊ. Ｇ.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２０２１， “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Ｓ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２， ｐｐ. ３８９ ～ ４２１．

［３９］Ｓａｌａｓ － Ｒｏｊｏ， Ｐ. ａｎｄ Ｊ. Ｇ.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２０２２， “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１）， ｐｐ. ２７ ～ ５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ＵＮ Ｓａｎｂａｉ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ｐｉｎｇ　 ＬＩ Ｒ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 ｓｔａｔｅ ｗｈｅｒｅ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ｄｅｃ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ｏｅｍｅｒ'ｓ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 ｅｆｆｏｒ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ｂｏ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ｌｅ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ｅｆｆｏｒ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ｐｅｒｍｉｔ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 ＣＨＦＳ）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ｅｘ － ａｎｔ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 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ｌｅｙ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① Ｉｎ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ａｒ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５７％ ｔｏ ７２％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ｏｕｔ ３２％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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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② Ｔｈ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７０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ｎｏｔａｂ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ｈｏｒｔｓ． ③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ａｎｋ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ｍｏ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ｖｅｒ ８５％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ａｌｔｈ． ④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ｖａｒ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ｏ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ｔｏ “１９８０ｓ － １９９０ｓ”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ｂｉ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ｈｏｗｓ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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